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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勃列日涅夫执政以后调整对内、对外政策，加大对朝鲜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力度，金日成对苏联的

态度随之缓和。接着，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极“左”的外交路线把朝鲜劳动党也作为修正主义加以指责

和批判，红卫兵和造反派又在中朝边界地区制造了一系列麻烦，引起了金日成极大的不满，中朝关系由此再次

陷入低谷。不过，毛泽东本人始终没有批评朝鲜，金日成也不想恶化与中国的关系。1968—1969 年，朝鲜半

岛局势骤然紧张，美国对朝鲜政策趋于强硬。为此，朝鲜需要得到邻邦中国的强力支持。与此同时，珍宝岛武

装冲突导致中苏关系进入冰点，中国有意消除与其他边境国家关系紧张的状态，并迫切需要修复与朝鲜的关

系。1969 年 9 月 30 日崔庸健意外地收到访华邀请，随后便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中朝关系逐渐恢复友好状态。
然而，中朝之间的分歧并没有解决，只是搁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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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体说来，中朝( 本文中的朝鲜指的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关系在 1965 年已经出现裂痕，至

1969 年达到冰点，崔庸健 1969 年 10 月访华后突然升温，1970 年 4 月周恩来访朝后恢复正常。这一历

史过程，已有研究者注意到①。不过，对于中朝关系恶化的原因、程度，中国对朝政策和朝鲜对华方针的

实质，以及中朝关系为何会在 1970 年初迅速得以恢复等问题，却有不同看法或语焉不详。笔者对相关

史料进行分析后认为，1963—1964 年朝鲜在中苏对立中基本站在了中国一边。1965 年苏联新领导层改

变外交路线后，中朝之间出现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 朝鲜回归到了 1962 年以前的方针，希望继续在中苏

之间保持等距离外交，而中国的对外政策却日益走向极“左”和激进，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容忍朝鲜对苏

联的暧昧态度。“文革”的爆发，特别是红卫兵的狂热行为，把中朝关系推向了深渊。然而，无论是毛泽

东还是金日成，都无意主动破坏双边关系，更不愿意看到中朝关系决裂。所以，当 1969 年朝鲜和中国都

感到外来威胁出现，而毛泽东想要恢复国内正常秩序的时候，中朝便立即言归于好，再次走到一起。不

过，朝鲜并未因此放弃对中苏等距离外交的方针，而中国对此也采取了默认态度。

一 昔日的“血盟”兄弟反目

1965 年 9 月 3 日，《人民日报》用 4 个版的篇幅发表了林彪署名的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文章

全面讲述了毛泽东关于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这一革命经验，对当

今世界，特别是亚非拉人民的革命斗争“更是突出地具有普遍的现实意义”，因为“今天的世界革命，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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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农村包围城市的形势。整个世界革命事业，终究要以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亚

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斗争为转移。社会主义国家理应把支持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人民革命

斗争当成自己的国际主义责任”①。这篇文章如同宣言，表明中国的对外政策由此全面转向以鼓吹和推

动世界革命为主要内容的激进方针———革命外交。
为了配合这一外交方针，全面推广中国革命的经验，1966 年 10 月，中共中央做出决定: 中国驻外机

构的首要任务就是宣传毛泽东思想，从而把处理与国外关系的机构变成了宣传革命的基地②。到 1967
年底，中国出版的毛泽东著作外文版已有 25 种、460 多万册，发行到全世界 148 个国家和地区。55 个国

家和地区用 65 种文字翻译出版了 845 种版本的毛泽东著作③。中国驻外机构和援建工地到处都张贴

毛主席语录，树立毛语录和革命口号的标语牌，使馆人员、留学生及援建工人在公共场合朗读毛语录，硬

性把毛泽东著作和毛主席像章塞给过路人，艺术团在国外演出时每个节目前都要朗诵毛语录，甚至拦截

国际列车并强行在车上张贴毛主席画像，刷写革命标语④。
极“左”和激进的外交政策以及对外工作失控的状况，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对外形象和外交关系，导

致中国陷入极端孤立的境地。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角度观察，情况也是一样。自中苏分裂以后，世界

上多数政党都跟着苏共走了，到“文革”时，绝大多数老党已中断了与中共的交往。虽然在中共的鼓励

和支持下，前后有 100 多个“马列主义党”从原来的老党中分裂出来或新建，但实际上他们在国内的力

量很小，党员人数也不多，且几年后多数都已经名存实亡⑤。而在与中共保持联系的几个老党中，除阿

尔巴尼亚劳动党外，其他各党与中共早已是心有芥蒂、貌合神离了。即便是一向把中国称为“同志加兄

弟”的越南劳动党，最后也为获取更多更好的援助而疏远中国，与苏联打得火热⑥。
中国与朝鲜的关系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展开的。
总体说来，在反对美国的斗争中，中朝的方针和利益还是一致的。但是，自勃列日涅夫执政以后，中

朝之间的裂痕便凸显出来，并随着中国“文革”运动的开展，日益扩大。中朝之间的分歧大体反映在以

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对待苏联的立场和态度上中朝两党渐行渐远。1965 年 3 月召开的莫斯科会议，标志国际

共运的正式分裂。此后，中苏两党的斗争便愈演愈烈，1966 年 3 月，中共拒绝出席苏共二十三大，表明

与苏共的组织联系彻底中断⑦。然而，朝鲜却与苏联越走越近。1964 年 11 月赫鲁晓夫刚下台，金日成

在北京与毛泽东交换看法时还说，“勃列日涅夫愣头愣脑”，对苏共领导人不能期望过高。过了一年，

1965 年 12 月，金日成就委托朝鲜驻苏大使金秉稷带话给苏联外交部，说他对苏联的经济援助非常关

注，并“请求勃列日涅夫接见他本人”⑧。1966 年 3 月，尽管北京一再向平壤施压，试图迫使朝鲜劳动党

不要派代表出席苏共二十三大，金日成还是派出了以朴成哲外相为首的代表团。苏联外长葛罗米科会

见朴成哲时，表示苏联完全支持朝鲜祖国统一以及要求美国从朝鲜半岛撤军的立场。苏联认为朝鲜政

府的立场是正确的，符合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⑨。接着，受苏联控制的世界民主青年联合会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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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 年 5 月在朝鲜开会，讨论越南问题，但由于中国反对而流产，朝鲜对此很不满意。于是，平壤给旅

日朝鲜人总联合会发去一封信( 即“五月指示”) ，指责中国蓄意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信中还严厉

批评中国方面公开诋毁苏联对越南的援助，谴责中国将古巴称为“修正主义国家”，是为了在拉丁美洲

“抢夺霸权”①。据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的看法，朝鲜与苏联的关系“正在迅速发展”。通过双方在许

多领域的交流规模可以看出，朝鲜与其他“修正主义”国家的关系也在“持续得到改善”②。朝鲜确实从

苏联那里得到了实惠。6 月 20 日苏朝政府签订了经济技术合作协定，苏联将在 1966—1972 年提供贷

款、专家和技术援助，在朝鲜援建和扩建一批金属、能源、石油化工企业和项目; 为满足朝鲜的愿望，苏联

同意朝鲜延期 14 年支付所有的款项以及 1966—1970 年内应偿还的长期贷款，且延期偿还的贷款不再

计息③。苏朝友好条约签订五周年之际，双方分别举行庆祝会，互相“吹捧”，共谈团结和友谊④。在苏联

为朝鲜国庆举办的群众大会上，苏方讲话一再表示对朝鲜支持“联合行动”的路线感到高兴，而朝方讲

话则表示将永远记住苏联的“国际主义支持和援助”，并“在反帝斗争中始终同苏走在一起”⑤。
中国对此自然十分反感。在 1966 年 9 月 9 日朝鲜使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陈毅在讲话中不无用

意地指出:“要反对帝国主义，就必须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一切真正的革命者必须同现代修正主义划清

界限，坚决揭露他们的工贼面目，决不能同他们搞什么‘联合行动’。”⑥然而，朝鲜根本无视中国的劝告。
新华社编发的内部刊物报道朝鲜的外交活动时指出: 1967 年以来，朝鲜“外交活动的特点是进一步投靠

苏修”⑦。是年 2 月，在塞浦路斯召开的亚非人民团结组织理事会上，由于苏联的操纵，会议决定取消原

定在中国召开的第五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引起中国的强烈抗议，最后导致中国宣布不再同亚非人民团

结组织常设书记处发生任何关系⑧。会前中国已经指出了苏联的企图，并宣布拒绝出席理事会，但朝鲜

还是派出代表参加了塞浦路斯会议，并在会上支持和配合苏联的主张⑨。与此同时，朝鲜内阁第一副首

相金一访问莫斯科，双方又签署了进一步加强朝鲜国防能力的协定⑩。据匈牙利驻朝使馆报告，此前朝

鲜的军事观念主要是受中国游击战略和战术的影响，此后则引入并学习包括导弹及核武器在内的苏联

军事经验和理念瑏瑡。1968 年 8 月苏军侵入捷克斯洛伐克，使用武力摧毁了“布拉格之春”。中国对此发

表评论员文章，强烈谴责苏联的行为，而朝鲜却默不作声，甚至在私下里对苏军的行动表示赞许，认为是

“一种积极的态度”瑏瑢。中国则以有苏联“修正主义者”在场无法公开表达观点为由，没有派代表参加朝

鲜建国二十周年的庆典瑏瑣。中朝之间在对待苏联的立场和态度这一问题上的分歧，最戏剧性也最鲜明

地表现在平壤街头: 中国大使馆在屋顶竖起的标语牌写着:“反帝必反修”，而朝鲜则在其对面竖起了标

语牌，上面写道:“坚决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瑏瑤。
其次，中国自认为是世界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朝鲜却处处强调独立自主，抵制北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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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挥”，甚至借古讽今，以批判事大主义影射中国的大国主义。当时，苏联和美国通过不同渠道得到了

一个相同的情报: 1966 年初，中国人曾劝说北朝鲜在三八线附近非军事区开辟第二战场，或在南朝鲜开

展游击战，以便支持越南人民。金日成“不顾压力”拒绝了中国的建议，而是决定派遣朝鲜“志愿者”奔

赴越南( 一年后朝鲜排除中国的“重重阻挠”，派遣了 100 名飞行员参加越战) ①。1966 年 7 月 20 日，朝

鲜劳动党给旅日朝鲜人总联合会发出一道秘密指令指出:“文革”的发动表明中国已经“转向极端左倾

冒险主义”，“正在尝试把他们的思想强加于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者”，谴责中国“依仗权势对弱小国家

施加压力”，干扰别国内政②。紧接着，朝鲜便在国内广泛开展了学习金日成著作的运动，突出强调学习

的目的就是“消除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彻底确立主体思想”③。8 月 12 日《劳动新闻》发表长篇编辑

部文章《捍卫自主性》，文章指出: 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党“都不可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如果在

国际共运中容许有世界革命中心，那就等于承认某个党的特权地位”④。两天后，《民主朝鲜报》、《平壤

新闻》、《劳动者新闻》全文转载了《劳动新闻》的编辑部文章⑤。从 1967 年 4 月开始，朝鲜开始了对金日

成的大规模造神运动，凡是“文革”期间中国用在毛泽东身上的词句和做法，朝鲜几乎都搬来歌颂和美

化金日成。到 1969 年 4 月，与中共九大关于“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在全世界

取得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高度评价对等，金日成的主体思想也被捧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将

无产阶级伟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⑥。与此同时，朝鲜各种报刊纷纷刊登历史文

章、照片，讲述高句丽抗击隋朝和唐朝侵略的故事，借古人之口批判“大国主义”和“事大主义”，说“事大

主义者和封建大国主义者把有‘天子’的国家称为‘万乘之国’，而认为当时朝鲜是低于此的‘千乘之

国’”，“把我国称为东方国家，意味着以某一国家为中心，这是错误的”⑦。在抗日战争中，金日成也因为

排除了事大主义和大国主义的影响而把人民群众团结起来，不仅领导抗日救国斗争取得了胜利，“也给

邻国民族解放运动打开了新的局面”⑧。对这个问题，保加利亚驻朝使馆做出了如下解释:“毛泽东的个

人崇拜开始威胁到了金日成的地位”。为了防止对毛泽东崇拜的蔓延，朝鲜关闭了华侨学校，并警告中

国使馆关闭宣传橱窗达 30 次之多。在中国使馆置之不理的情况下，朝鲜就在使馆附近街道施工，以防

人们接近⑨。而匈牙利驻朝使馆则注意到:“此前流传甚广的毛泽东著作，现在已经从( 朝鲜) 这些书店

的货架上消失了”瑏瑠。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对于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金日成采取了抵制甚至批判的

立场。“文革”运动全面开展后，朝鲜报刊连续载文批判“左倾机会主义者”，攻击他们“陷入极端的主观

主义，只鼓吹暴力途径，走上愚蠢的冒险道路”，“把‘革命战争’绝对化”，“主张把‘革命’输出到别国”，

“在革命力量内部制造不和”。在国内问题上，他们把“阶级斗争绝对化”，“过分忧虑‘资本主义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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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⑥

⑦

⑧

⑨

瑏瑠

АВПРФ，ф． 0102，оп． 23，п． 112，д． 24，л． 5-12; ESAU Document 39，“Kim Il-Sung’s New-Military Adventurism”，26 November
1968，http: / /www． foia． cia． gov /cpe． asp;“苏联驻朝使馆的备忘录”，1966 年 12 月 2 日，NKIDP Document Ｒeader，No． 2，pp． 23-27、pp． 30-
33;《金日成著作集》第 20 卷，平壤: 外国文出版社，1984 年，第 309 页。也有资料说，朝鲜派往越南参战的空军飞行员共 87 名。见 Merle
Pribbenow，“North Korean Pilots in the Skies over Vietnam”，NKIDP E-Dossier，No． 2，November 2011，p． 1。

The Sino-Soviet Struggle in the World Communist Movement since Khrushchev’s Fall( Part 2) ，September，1967，DNSA: U． S． Intelli-
gence and China: Collection，Analysis，and Covert Action，CI01829，pp． 106-116。参见《金日成著作集》第 20 卷，第 326—327 页。

⑤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系统:《国际共运参考资料》1966 年 8 月 3 日，第 23—28 页; 1966 年 8 月 14 日，第 16 页。
《劳动新闻》1966 年 8 月 12 日第 2 版。
金学俊:《朝鲜五十七年史》，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 年，第 316—321 页;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系统: 《国际共运参考资料》

1969 年 4 月 22 日，第 28 页，5 月 3 日，第 20 页;《劳动新闻》1969 年 4 月 29 日第 2、3 版。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系统:《国际共运参考资料》1966 年 7 月 15 日，第 34—35 页; 7 月 21 日，第 60 页; 8 月 19 日，第 10—14 页;

8 月 30 日，第 14—18 页; 9 月 15 日，第 17—18 页; 10 月 15 日，第 31—35 页。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系统:《国际共运参考资料》1969 年5 月5 日，第6—7 页; 7 月16 日，第22—27 页; 8 月21 日，第24—28 页;

9 月 22 日，第 14—16 页; 9 月 23 日，第 20—21 页。
《保加利亚驻朝使馆代办的报告》，1969 年 5 月 20 日，AMVＲB，Opis 20p，delo 17，No． 289。
《匈牙利驻朝使馆的报告》，1967 年 1 月 22 日，NKIDP Document Ｒeader，No． 2，pp． 28-30。



因而以否定的态度对待社会主义社会里的人民生活的提高，主张在个人消费生活中实行平均制和均衡

化”①。据古巴驻平壤大使的观察，1966 年 9 月，北朝鲜官员在谈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越来越表

现出傲慢和蔑视，政府官员甚至拿毛主席本人开玩笑，说毛泽东已经老糊涂了，医治这种病唯一的药可

能就是高丽参②。苏联驻朝使馆的报告也说，朝鲜领导人将“文革”视为一种“极度疯狂的行为”，并把毛

泽东称为“已经发疯的年迈老头”③。在 10 月 5 日召开的劳动党代表会议上，金日成指出，目前“国际环

境非常复杂”，国际共运出现了很多问题。朝鲜劳动党“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同时，还必须为反对左

倾机会主义而斗争。左倾机会主义不考虑已经变化了的现实，而教条主义地重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个

别论断，提出超革命的口号，使人们去采取极端的行动。它还使党脱离群众，分裂革命力量”。“如果左

倾机会主义得到滋长”，可能“成为不亚于现代修正主义的巨大危险”。在讲到中国的国内问题时，金日

成特别指出，“怀疑和排斥知识分子，是一种宗派主义倾向。过低地评价知识分子的作用，是无视科学

和技术的倾向”。“敌对分子不过是极少数”，所以不能“随便怀疑人”④。尽管全篇讲话中没有提到中

国一个字，但矛头无疑都是指向“文革”的。在 10 月和 11 月与苏联大使的两次谈话中，金日成讲述了朝

鲜劳动党开展广泛学习和宣传工作的出发点。金日成说: 中国正在发生的这场“大骚乱”，可能会对朝

鲜产生很大影响，“使我们甚为担忧”。为了证明朝鲜劳动党所奉行的政策的正确性，并使全党毫无保

留地支持党中央否定中国所谓“文化革命”的立场，“在朝鲜劳动党党员中间进行相关的解释工作已经

显得十分必要”⑤。对“文革”最直截了当的评价是 1966 年 5 月与勃列日涅夫在海参崴秘密会晤时提出

的，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金日成轻蔑地称: 这“简直愚蠢得令人不可思议”⑥。
显然，上述三个方面的情况表明，中朝之间在意识形态领域已经出现了严重分歧和裂痕，由此导致

双边关系降到了冰点———昔日的“血盟”兄弟终于反目。

二 崔庸健“突然”现身天安门

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以及中国外交失控的特殊情况，中朝关系的确一度跌入谷底。但仔细观察可

以发现，中朝关系的冷淡和恶化，与中苏之间、中美之间的敌对有根本区别，与中国同其他国家( 包括后

来的越南) 关系交恶的情况也有很大不同。简单地说，就是冷淡而没有对抗，恶化而没有分裂。
从表面上看，中朝之间的交往到 1967 年已经十分微弱。笔者检索《人民日报》标题，有关“朝鲜”或

“金日成”的消息，1965 年有 350 多条，1966 年还有 96 条。1967 年骤减为 12 条，1968 年 22 条( 几乎都

是与美国间谍船事件有关的内容) 。1969 年 17 条，而 1970 年突增到 400 多条。检索《劳动新闻》标题，

情况大致相同。与中国直接有关的消息，1967 年 23 条，1968 年 20 条，也都是礼仪性往来的消息。1969
年 33 条，主要是崔庸健访华及以后的消息。1970 年开始猛然增加。1966 年底苏联驻朝大使报告，朝鲜

报刊几乎不报道任何来自中国的消息，广播电台 30 分钟关于中国新闻的节目已经停播，中朝之间的文

化交往也完全停顿了⑦。1966 年 10 月 26 日中国大使焦若愚应召回国参加“文革”，没有再返任⑧。11
月 21 日朝鲜驻华大使朴世昌也离任回国⑨。到 1969 年 5 月，中国驻朝使馆三分之二的外交官已经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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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⑦

⑧

⑨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系统:《国际共运参考资料》1966 年7 月14 日，第 7—17 页; 8 月19 日，第 9—10 页; 8 月29 日，第9—12 页;

10 月 5 日，第 18—21 页。
Schaefer，“North Korean‘Adventurism’and China’s Long Shadow”，CWIHP Working Paper，No． 44，p． 5．
АВПРФ，ф． 0102，оп． 23，п． 112，д． 24，л． 12-23．
《金日成著作集》第 20 卷，第 314、348—350 页。
《苏联驻朝鲜大使的备忘录》，1967 年 3 月 7 日，NKIDP Document Ｒeader，No． 2，pp． 33-36。
РГАНИ，ф． 2，оп． 3，д． 49，л． 3-18; д． 13，л． 77-89．
《苏联驻朝鲜使馆的备忘录》，1966 年 12 月 30 日，NKIDP Document Ｒeader，No． 2，pp． 27-28。
Telegram from Pyongyang to Bucharest，May 20，1967，http: / /digitalarchive． wilsoncenter． org /collection．
《人民日报》1966 年 11 月 22 日第 4 版。



国。中国也没有派代表团参加朝鲜建国二十周年的纪念活动，朝鲜认为这是对他们的侮辱①。据罗马

尼亚驻朝外交官的观察，中朝人员交往和边境贸易基本停止，亲属来往基本中断，朝鲜的中文学校也被

关闭了②。实际上，在“文革”初期，朝鲜华侨学校的校长已经全部换成朝鲜人，大部分中国人的学校已

被取消或并入朝鲜人学校③。由于受到排挤和虐待，大量旅朝华侨开始私自越境回国。1966—1968 年，

吉林省图们、集安、长白等 7 个口岸共接收 6 285 名旅朝华侨入境，辽宁省接待 1 900 多人④。
红卫兵小报和大字报经常发表一些攻击朝鲜的消息和言论，其中引起国外媒体注意的有: 1967 年 1

月关于朝鲜发生政变、副首相金光侠被捕的谣言; 2 月 19 日北京街头出现的“金日成是赫鲁晓夫的徒子

徒孙”的大字报; 1967 年 10 月 27 日红卫兵小报《东方红》对朝鲜“修正主义者”措辞尖锐的批判，以及

1968 年 2 月广东红卫兵小报对金日成生活腐化的攻击⑤。除了 1967 年 1 月对“政变”谣言公开发表声

明外，对于红卫兵的挑衅和攻击，朝鲜一般不采取在报刊上回应的方式，而是在外交场合散发书面和口

头声明，有时也向中国使馆提出抗议⑥。1967 年 2 月，朝鲜要求中国使馆从橱窗中取下有关红卫兵运动

的宣传材料，遭到拒绝后，为避免朝鲜民众受其影响，朝鲜封锁了中国使馆门前的道路，禁止行人

经过⑦。
1965—1969 年中朝交恶的社会现象主要发生在与朝鲜接壤和中国朝鲜族集中居住的地区，其中影

响最大的就是中朝边界的“广播喇叭大战”。1968 年夏天，在鸭绿江中朝合建的水电站，双方工人一边

共同劳动，修缮大坝，一边在广播里宣传各自的观点，呼喊各自的革命口号，每天 10—12 个小时，热闹非

凡⑧。到 1969 年初，在延边地区，上海下乡知识青年与当地造反派组织自发地在图们口岸塑造了高大的

毛泽东像，又搭起高架，安上扩音器，每天对朝鲜广播，朗读毛泽东主席语录，播放反修文章。朝鲜方面

也如法炮制，竖起了金日成塑像，架上大喇叭，两边对着喊叫、宣传⑨。辽宁省的丹东口岸也有同样情

况瑏瑠。此事闹得沸沸扬扬，1971 年 6 月 4 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批判极

“左”思潮，就以此为例说:“在东北，对朝鲜用大喇叭喊，写标语骂人家，弄得我们很被动。”瑏瑡

在中朝边界地区还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1967 年底，由于朝鲜的火车司机拒绝接受“毛主席像章”，导

致一列朝鲜列车在边境上被扣留数日瑏瑢。此外，由于中朝边界条约签订时，没有确定以主航道中心线为

界，1967—1969 年，双方人员在作为界河的黑龙江和图们江上不断发生冲突。朝鲜经常拦截中国渔船、
运输船，扣押船员，撞坏船只，拖走渔具，强行检查中国人员瑏瑣。
“文革”中还有一件事闹得比较厉害，就是造反派到处抓朝鲜特务，主要是针对中国的朝鲜族干部。

因为把朝鲜认作是修正主义，自然对朝鲜族干部就不再信任。不仅工作安排受到影响，甚至遭到造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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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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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亚驻朝使馆代办的报告》，1969 年 5 月 20 日，AMVＲB，Opis 20p，delo 17，No． 289。
Telegram from Pyongyang to Bucharest，May 20，1967，http: / /digitalarchive． wilsoncenter． org /collection．
杨昭全、孙玉梅:《朝鲜华侨史》，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公司，1991 年，第 316—317 页。
曲晓范、刘树真:《当代朝鲜华侨的归国定居及其安置史略》，《华人华侨历史研究》2000 年第 4 期，第 48 页。
The Sino-Soviet Struggle in the World Communist Movement since Khrushchev’s Fall( Part 2) ，September，1967，DNSA: U． S． Intelli-

gence and China: Collection，Analysis，and Covert Action，CI01829，pp． 106—116; Ｒeport Embassy of Hungary in China to the Hungarian For-
eign Ministry，November 20，1967，http: / /digitalarchive． wilsoncenter． org /collection;《广东“文革”通信》1968 年 2 月 15 日，转引自 Scalapino
and Lee，Communism in Korea，p． 641。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系统:《国际共运参考资料》1967 年 3 月 2 日，第 4—5 页;《蒙古驻匈牙利大使与朝鲜大使谈话记录》，1967
年 3 月 20 日，蒙古国外交部档案馆，3—1—115，第 56—57 页; Schaefer，“North Korean‘Adventurism’and China’s Long Shadow”，CWIHP
Working Paper，No． 44，p． 8。

ESAU Document 39，“Kim Il-Sung’s New-Military Adventurism”，26 Nov． 1968，http: / /www． foia． cia． gov /cpe． asp．
Schaefer，“North Korean‘Adventurism’and China’s Long Shadow”，CWIHP Working Paper，No． 44，p． 15．
笔者采访林永海记录，2011 年 10 月 16 日，上海。林永海，上海知青，后任图们市政协副主席。
辽宁省丹东市档案馆，48—永久—52，第 9—25 页。
甘肃省档案馆，91—007—0028，第 61 页。
《民主德国驻朝使馆给外交部的报告》，1967 年 12 月 13 日，NKIDP Document Ｒeader，No． 2，pp． 45-46。
辽宁省丹东市档案馆，48—永久—53，第 57、69、77—86 页; 笔者采访何章明记录。



的揪斗、关押和审讯①。很多朝侨和朝鲜族边民也被当作朝鲜特务受到迫害②。这种情况在朝鲜族集中

居住地延边尤其严重。在 1968 年 4 月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仅司法系统就有 175 名朝鲜族干

部被打成外国特务，其中 12 名干警被迫害致死，82 名干警致残③。1967 年 8 月至 1970 年 10 月，延边地

区因“朝修特务”案被捕者达上万人④。
有一件事当时传闻很多，但并非事实。1969 年 3 月中苏边界发生冲突时，在苏联、越南和一些东

欧国家的外交使团中纷纷传言: 中朝之间也发生了“一些小规模的边界冲突”⑤。若干年后，金日成在

一次谈话中证实，确有中国军队越过图们江侵入朝鲜领土⑥。然而，据当时在延边插队的知识青年和

工作人员说，中朝边境地区从未发生过军事冲突。他们认为，当时有大量上海知识青年来到中苏、中
朝边境地区插队，他们都穿着上海市革委会统一发放的黄色棉衣、棉帽，很可能是朝鲜人把他们误认

为是军队了。朝鲜因此把边界地区的树木全部砍光，还修了暗堡，以防中国军队偷袭⑦。金日成的反

应的确过于敏感了。在 1968 年 5 月 31 日与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诺维科夫会谈时，朝鲜政府请求苏

联为朝鲜领导人开辟一条可以从平壤直接到达莫斯科的特别航线，以避免飞越中国领空或公海。金

日成解释说，在飞越中国领空时可能会发生迫降，甚至遭到红卫兵的侮辱⑧。由此可见当时中朝关系

的紧张程度。
尽管中朝之间外交往来冷淡，社会情绪对立，但是从领导层的角度看，双方都不愿事态扩大，走到分

裂的地步。
从中国政府的立场和做法来看，还是尽量维持与朝鲜关系的正常化。1967 年 1 月 26 日，朝鲜中央

通讯社受委托发表的一则《声明》说:“近期以北京为首的中国各地红卫兵报纸、板报、传单似乎都在进

行着关于我国发生了某种‘政变’，并由此引发政局动荡不安的不实宣传。”这些宣传“完全是没有任何

事实依据的捏造”，“是对我国党、政府、人民以及人民军队的难以容忍的中伤”⑨。尽管《声明》只是辟

谣，而没有提出抗议，也不是针对政府的，但还是引起中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周恩来利用与浙江省来

京红卫兵见面的机会，指责关于朝鲜政变的说法是南朝鲜制造的谣言，告诫红卫兵不要上阶级敌人的

当。美国中情局分析，周恩来试图以此表明中央政府的立场，并安抚朝鲜瑏瑠。
1965—1969 年在中国发生的对朝鲜和朝鲜人的过激举动，基本上都是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的自发

行为。据目前可以看到的所有史料，关于朝鲜是修正主义的说法，的确大量出现在红卫兵小报和一些内

部刊物( 如新华社的《国际共运参考资料》) 里，在中国高层干部的报告和讲话中，也有类似的提法，但主

要是“中央文革”的成员，如戚本禹、姚文元等，而且是通过红卫兵小报流传出来的瑏瑡。而在官方的报刊

以及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的文件中，从来没有称朝鲜为修正主义国家，在政策性文件中，也没有发现任

何不利于朝鲜的指示。在一些国家机关或外交部门确有指责朝鲜的言论和对朝不友好的做法，但多半

是受到了极“左”思潮影响和冲击，有些干部本身就是造反派。不过，正如罗马尼亚驻朝使馆报告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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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赵凤彬:《我的人生自述: 一个朝鲜族家族变迁史录》，北京: 民族出版社，2010 年，第 221—222 页; 李在德:《松山风雪情: 李在德

回忆录》，北京: 民族出版社，2013 年，第 227 页; 崔敬希交代材料，1968 年 11 月 24 日，个人收藏。崔敬希当时是沈阳化学工业研究院朝

鲜族干部。
河北省档案馆，1057—2—8，第 1—4 页; 笔者采访林永海记录。
郑判龙:《延边的“文化大革命”》，《风浪》，第 191—201 页。
文兴福:《延边平反四大冤案》，延边州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延边文史资料》2012 年第 17 辑，第 236—272 页。
Schaefer，“North Korean‘Adventurism’and China’s Long Shadow”，CWIHP Working Paper，No． 44，pp． 15-16．
《昂纳克与金日成会谈备忘录》，1984 年 5 月 31 日，NKIDP Document Ｒeader，No． 2，pp． 63-67。
朱金元:《难忘的年代》，载延边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难忘的岁月: 上海儿女在延边》，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2007 年，第 207—

208 页; 笔者采访林永海记录; 笔者采访张琏瑰记录，2011 年 11 月 16 日，北京。张琏瑰当时在图们市公安局工作。
《民主德国驻朝使馆的备忘录》，1968 年 7 月 29 日，NKIDP Document Ｒeader，No． 2，pp． 50-52。
《劳动新闻》1967 年 1 月 27 日第 1 版; 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系统:《国际共运参考资料》1967 年 1 月 27 日，第 3—4 页。
ESAU Document 39，“Kim Il-Sung’s New-Military Adventurism”，26 Nov． 1968，http: / /www． foia． cia． gov /cpe． asp．
《井冈山通讯》第 206 期，1967 年 7 月 18 日;《青峰》第 29、30 期，1967 年 10 月 19 日、11 月 2 日。



说，对于中国红卫兵小报中不断出现的针对朝鲜的批判性言论和“首长讲话”，朝鲜报刊通常不予理睬。对

于朝鲜报刊中大量含沙射影指责中国的报道和文章，中国人似乎也采取了“视而不见、漠不关心的态度”①。
罗马尼亚驻朝使馆在 1967 年 4 月与中国驻朝鲜临时代办王彭谈话时被告知，朝鲜对半岛危机的渲

染，只是为了得到更多的援助。由于朝鲜目前已加入那些敌视中国的行列，美国和南朝鲜都不会采取有

可能提升中朝关系的任何过激行动。中国的立场非常明确，“美国和南朝鲜一旦在三八线附近挑起军

事冲突，中国军队将会卷入”。关于中朝经济关系，王彭指出，朝鲜领导人指责中国不履行协定，停止对

朝援助，并干预朝鲜内政，是在欺骗朝鲜人民，也是为了迫使苏联增加援助。中国对朝鲜的独立是“一

种保障”，“在任何情况下中国人民都会帮助并将继续帮助北朝鲜人民”②。
朝鲜外交官 1967 年初散布谣言，说中国企图利用 1956 年逃亡干部反对朝鲜③。这无疑反映了朝鲜

领导人的担心和恐慌。在此之前，据苏联外交部的情报，朝鲜罢免了在中国参加抗日斗争而后来忠心追

随金日成的一批干部，如劳动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金昌满、候补委员河仰天，因为“这些人是中国思

想对劳动党影响的主要传播者”④。1968 年 11 月劳动党中央全会再次出现人事变动，一批具有亲华倾

向的领导干部如民族保卫相金昌凤、民族保卫副相吴白龙、人民军总参谋长崔光以及一批师级军官被清

洗⑤。而实际上，中国在这方面的做法十分克制。“文革”初期，随着中朝关系紧张，逃亡中国的朝鲜劳

动党干部的情况逐步得到改善。他们离开了流放和劳改场所，被分别安排在北京、上海、青岛、太原、西
安等城市，生活条件也有所提高⑥。但是，对于徐辉等人提出的“组织力量进入朝鲜进行斗争”的要求，

中联部的答复是: 不准他们相互串联，继续分散在各地学习，可以组织他们研究朝鲜问题⑦。这些人的

存在当然是金日成的心病，但中国领导人似乎并无意加以利用，只是对过去把朝鲜逃亡干部当作敌人的

做法感到有些愧疚，现在对他们表示安抚而已。
至于经济关系，金日成曾对苏联人讲，朝鲜与中国的关系处于“停滞状态”，两党之间互不联系，政府之

间也没有交往，贸易关系虽未中断，但只是维持在最低水平。尽管双方签订了外贸协定，但中方显然并不

打算履行其相关责任⑧。实际上，1966 年双边贸易额为 2 亿多美元，达到历年最高水平，1967 年为 1． 76 亿，

1968 年降至 1． 1 亿，1969 年为 0． 92 亿美元。1967 年中朝长期贷款协定执行完毕后，双方未再签署新的贷

款协定⑨。另据保加利亚驻华使馆统计，1968 年中国未能按计划提供煤炭( 少 80 万吨) 和石油( 少 10 万

吨) 。中国贸易代表则向捷克斯洛伐克贸易代表反映，朝鲜仅完成了当年对华出口计划的 71%，有些出口

商品还是强迫中国接受的，如铁矿、无烟煤、高丽参( 每吨 10 万卢布) 等瑏瑠。不过，也有材料说，苏联当时就

认为“朝鲜夸大了他们与中国的矛盾”瑏瑡。实际上，中朝之间每年的贸易供货协定及科学技术等方面的

合作协定大体依然按时签订，只是内容比较单薄了瑏瑢。从档案材料反映的情况看，有些协定无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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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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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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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瑡

瑏瑢

Telegram from Pyongyang to Bucharest，May 20，1967，http: / /digitalarchive． wilsoncenter． org /collection．
Telegram from Pyongyang to Bucharest，April 7，1967，http: / /digitalarchive． wilsoncenter． org /collection．
Schaefer，“North Korean‘Adventurism’and China’s Long Shadow”，CWIHP Working Paper，No． 44，p． 7．
АВПРФ，ф． 0102，оп． 23，п． 112，д． 24，л． 5-12． 如此看来，红卫兵报纸所传朝鲜发生“政变”也并非空穴来风，只是把人名搞错了。
《保加利亚驻朝使馆代办的报告》，1969 年 5 月 20 日，AMVＲB，Opis 20p，delo 17，No． 289。
笔者采访金忠植记录; 陕西省档案馆，196—1—340，第 68—72、87、140—141 页。
陕西省档案馆，196—1—340，第 88—93、24—25 页。
《民主德国驻朝使馆的备忘录》，1968 年 7 月 29 日，NKIDP Document Ｒeader，No． 2，pp． 50-52。
沈觉人主编:《当代中国对外贸易》( 上)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 年，第 301—302 页; ( 下) ，第 371 页。
《保加利亚驻朝使馆代办的报告》，1969 年 5 月 20 日，AMVＲB，Opis 20p，delo 17，No． 289。中国的政治运动造成国内经济困难

是对朝鲜供应不足的主要原因，如国家计委 1970 年 1 月 13 日报告，由于煤炭供应紧张，中国五大电网的发电已经受到影响。陈东林、杜
蒲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三卷( 上) : 内乱与抗争———“文化大革命”的十年( 1966—1971 年) 》，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年，

第 557 页。
《匈牙利驻苏使馆的报告》，1968 年 3 月 27 日，Christian F． Ostermann，James Person( eds． ) ，Crisis and Confront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1968—1969: A Critical Oral History，WWIC History and Public Program，Washington D． C． ，2011，p． 224。
《人民日报》1966 年 7 月 31 日第 6 版，12 月4 日第5 版，1967 年11 月27 日第6 版，1968 年3 月6 日第4 版，1969 年 1 月25 日第

5 版; 卫生部国际合作司编:《卫生合作协议汇编( 1957—2001) 》，2002 年 5 月，第 118—119 页。



并非中方的责任。如 1967 年第一机械工业部下属各单位把培训朝鲜实习生“作为一项严肃的国际

政治任务，积极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但“朝方未履行合同，既不派人来，也不做任何表示”，最后中

方被迫暂停援朝各成套项目的准备工作①。外贸部和第一轻工业部在安排对朝鲜出口砂糖任务时也

指出:“对朝鲜出口是当前反修斗争的政治任务”，各单位必须保证按时、按质、按量完成②。在 1967 年

6 月 12 日的会谈中，中国驻朝代办王彭向罗马尼亚外交官介绍了中国在冶金、纺织、通讯、石油勘探

及航空燃料等方面对朝鲜援助的情况，并再次申明，中国将保持对朝鲜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支持③。
如果说中国为了摆脱外交孤立的困境，希望保持与朝鲜的关系，那么朝鲜从经济和安全两个方面考

虑，更无法承受与中国决裂的后果。1968 年 4 月中旬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代表团访朝，在会谈中朝鲜

领导人讲述了对中国的政策立场。金日成说: 面对 100 多万敌军，朝鲜不想中断与中国的盟友关系，否

则就会腹背受敌。“目前我们同中国人有很大意见分歧，但他们仍然说，如果需要，他们将会与我们共

同反对美帝国主义。他们声称，我们之间的重大差异都是策略性而非战略差异。他们攻击我们是修正

主义，而我们一直保持冷静。当红卫兵辱骂我们时，中国同志告诉我们，他们党和政府对此不负责任。
只有当《人民日报》攻击我们时，他们才会负责”④。外相朴成哲也说，“近 3 年来，我们同中国几乎不再

有党际关系往来。他们骂我们是修正主义者，也不再称我们为同志。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想保持团

结”⑤。金日成后来回忆说: 那时中国在整个中朝边界通过高音喇叭不断攻击“朝鲜修正主义”，朝鲜并

没有做出反应。如果朝鲜同中国改善关系，就不用担心美国。这就是为什么朝鲜在“文化大革命”快要

结束时积极同中国改善关系的原因。⑥

正是共同反美的战略利益维系着十分脆弱的中朝关系。关于毛泽东在“文革”期间的言论，正式的和

非正式的渠道传出很多，但笔者发现，他从来没有讲过金日成一句坏话。事实上，双方高层希望恢复友好

关系的试探从未中断。1966 年 11 月朝鲜驻华大使离任后，朝鲜政府很快就任命了新大使，但由于中国的

混乱状态，迟迟不能上任⑦。尽管如此，新任大使玄峻极还是在 1967 年 6 月 16 日到北京上任，并于 20 日

向宋庆龄递交了国书⑧。这很可能就是金日成有意释放出来的一个信号⑨。而中国很快做出了反应。
1967 年 10 月毛里塔尼亚总统达达赫访华，毛泽东接见了他瑏瑠。周恩来请他在出访时转告金日成、西

哈努克和纳赛尔: 我们一直教育华侨要遵守所在国的法律，但对于他们的行动，我们并不能掌握。我们的

使馆在工作中也有一些偏差，我们并不掩饰，随时可以改正。帝国主义污蔑我们，而实际上我们对朝鲜、柬
埔寨的政策并没有变。我们一贯支持他们的反帝斗争。几天后达达赫结束访朝，路过北京时向周恩来转

达了金日成的四点口信: 朝鲜对中国的政策没有改变，将来也不会改变; 我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有着

深厚的友谊，并非常珍视这种在共同的斗争中建立的友谊; 双方存在一些分歧，但不严重，可以通过见面讨

论寻求解决办法; 我相信，如果朝鲜遭到进攻的话，中国会同过去多次所做的那样，来帮助朝鲜瑏瑡。在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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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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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瑡

上海市档案馆，B112—5—132，第 24—26 页。
河北省档案馆，965—4—482，第 28—30 页。
Telegram from Pyongyang to Bucharest，June 15，1967，http: / /digitalarchive． wilsoncenter． org /collection．
《民主德国党政代表团与金日成会谈备忘录》，1968 年 4 月 16 日，CWIHP Working Paper，No． 44，pp． 62-69。
《民主德国党政代表团与朝鲜党政代表团会谈记录》，1968 年 4 月 12 日，SAPMO-Barch，DY 30 /11493。
《关于民主德国党政代表团访问朝鲜的报告》，1977 年 12 月 11 日，CWIHP Bulletin，Issues 14 /15，pp． 49-54;《波兰驻朝使馆的情

报报告》，1973 年 7 月 16 日，NKIDP Document Ｒeader，No． 2，pp． 55-56。
Ｒeport Embassy of Hungary in China to the Hungarian Foreign Ministry，April 11，1967，http: / /digitalarchive． wilsoncenter． org /collection．
《人民日报》1967 年 6 月 16 日第 6 版，21 日第 5 版。
当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外交官就有这种看法。见 On Current Ｒelations between the DPＲK and the PＲC，March 3，1968，http: / /

digitalarchive． wilsoncenter． org /collection。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年谱( 1949—1976) 》第 6 卷，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年，第 135 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1949—1976) 》( 下)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 年，第 195—196 页; 马继森: 《外交部

“文革”纪实》，第 285—286 页。



前，《劳动新闻》发表社论，纪念志愿军援朝十七周年，朝鲜内阁和各道及开城市政府机构还派代表到朝

中友谊塔和志愿军烈士陵墓敬献花环①。“如果”很快就变成了现实。
1968 年 1 月，朝鲜派特种部队偷袭韩国总统府，并抓获美国间谍船“普韦布洛”号，远东局势骤然紧

张起来②。中国政府发表声明，表示坚决支持朝鲜“反击美帝国主义猖狂挑衅的正义立场”③。2 月中

旬，周恩来托人向金日成传达信息，表示希望中朝摒弃分歧，共同努力实现关系正常化;“秉着同朝鲜人

民的传统友谊，中国人民准备随时向朝鲜人民提供全面支持”④。罗马尼亚驻朝大使发现，与过去的严

厉词语相比，中国代办王彭在 3 月 16 日与罗马尼亚外交官的谈话中，“彻底改变了”对朝鲜的态度⑤。
远东局势的紧张，自然是改善中朝关系的机会，或许，金日成就是为此目的而有意制造了危机。然而，此

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方兴未艾，全面恢复中朝关系的条件显然还不成熟。
1969 年春天，连续发生了三件大事，为中朝关系回暖创造了客观条件。第一件事，3 月 2 日，在珍宝

岛爆发了中苏边界武装冲突。军事行动的规模虽然不大，但已把双方紧张对立的局势推到极限，苏联向

远东地区大规模调兵，中国则动员全国“准备打仗”⑥。第二件事，4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

大会开幕，宣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毛泽东的本意就是“准备收尾”，结束运动，把

全国“局势纳入正轨”⑦。第三件事，4 月 15 日，朝鲜人民军在朝鲜附近海域上空击落了美国大型电子侦

察机 EC—121 号，31 名机组成员全部丧生。很快，一支庞大的美国海军舰队出现在日本海，并向北朝鲜

移动。朝鲜半岛局势再次陷入危机⑧。在这样的背景下，中朝双方对国家安全的共同需求为恢复正常

关系开启了大门。
1969 年 5 月 1 日晚，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同外国使节谈话时讲，中国愿意同世界各国改善和发展关

系。此后，中国陆续派出一批批使节，驻外使馆的正常工作开始恢复⑨。同月，朝鲜报刊对苏联最高苏

维埃主席波德戈尔内的访问进行了低调报道瑏瑠。6 月，朝鲜劳动党未派代表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

和工人党国际会议，勃列日涅夫在大会上指出，朝鲜和越南两党这样做是担心恶化与中国的关系瑏瑡。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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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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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d War Studies，Vol． 6，No． 1，Winter 2004，pp． 3-21; Sergey Ｒadchenko，“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North Korean Seizure of the USS Pueblo:

Evidence from Ｒussian Archives”，CWIHP Working Paper，No． 47，April 2005。相关的档案和口述史料见 Ostermann，Person( eds． ) ，Crisis
and Confront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人民日报》1968 年 1 月 29 日第 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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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USS Pueblo Incident”，NKIDP E-Dossier，No． 5，March 2012，p． 44。
详见李丹慧:《1969 年中苏边界冲突: 缘起和结果》，《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 年第 3 期，第 39—50 页; 牛军:《1969 年中苏边界冲

突与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 年第 1 期，第 66—77 页; 詹欣:《美国对华核战略与一九六九年中苏边界冲突》，《中

共党史研究》2011 年第 10 期，第 76—84 页。毛泽东 4 月 28 日批示:“要在物质和精神上准备打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

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 下) ，北京: 军事科学出版社，2010 年，第 359—360 页。
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949—1976)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第 1556—1557 页。
详见邓峰:《美国与 EC—121 危机———对 1969 年美国大型侦察机被朝鲜击落事件的研究》，《世界历史》2008 年第 2 期，第 14—

23 页; Ｒichard Mobley，Flash Point North Korea: The Pueblo and EC-121 Crises，Annapolis MD: Naval Institute Press，2003; Mitchell Lerner，
“‘Mostly Propaganda in Nature’: Kim Il Sung，the Juche Ideology，and the Second Korean War”，NKIDP Working Paper，No． 3，December
20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 1949—1976) 》第 6 卷，第 249 页;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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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成的确有此考虑。新华社注意到，朝鲜报刊一改两年来基本停止报道中国消息的状况，自 8 月以来，

陆续转载或摘登新华社的消息①。
1969 年 9 月 3 日胡志明去世，为中朝领导人直接接触提供了机会。据金日成向苏联驻朝鲜大使的

通报，前往越南参加胡志明葬礼的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在北京机场向中国提出，

希望在返回途中与中国领导人进行会谈。( 9 月 10 日) 崔庸健从河内启程回国时，收到了中方的答

复———同意举行会谈。在( 10 日和 11 日) 与周恩来的会谈中，崔庸健提出了朝中在边境地区的冲突、改
善朝中两国边境局势的必要性、恢复双方接触、互派代表团和大使等问题。周恩来指出，朝鲜代表团的

建议非常好，但是他正忙于参加“文化大革命”，目前落实这些建议的时机还不成熟。金日成说，双方自

说自话，意见分歧很大，会谈没有取得什么成果②。不过，波兰外交档案提供的情况是，崔庸健向周恩来

提出了改善双边关系的两个条件: 不对朝鲜内政进行干涉———包括拆除边境上的高音喇叭; 不对朝鲜与

苏联的关系进行干涉。中国接受了这两个条件③。中国史料则提到，崔庸健与周恩来会谈时，转达了金日

成关于改善和发展朝中两国关系的愿望，还表示了不支持苏联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的态度。双方就此

问题交换了意见④。无论如何，事已至此，10 月 1 日崔庸健“突然”出现在天安门城楼就不突然了。
1969 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二十周年，本应隆重庆祝，无奈当时中国尚未摆脱外交孤立的状

态，只好决定不邀请外国代表团，以免尴尬。但是到 9 月 30 日下午，毛泽东突然决定主动邀请朝鲜派代

表团前来参加庆典。15 时 20 分，外交部向朝鲜发出电报。尽管金日成当时不在平壤，但他对此心领神

会，立即召集会议讨论。18 时 25 分，朝鲜方面即答复同意。当晚 23 时 30 分，崔庸健率朝鲜党政代表团

便抵达北京机场，周恩来亲自前往迎接⑤。10 月 1 日上午，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会见崔庸健，进行了情

深意切的谈话。毛泽东一上来就说，中朝“应当搞好关系”，“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崔庸健立即回答

说，中朝历史上“并肩战斗，都是把鲜血流在一起”的。谈到现实问题，毛泽东说，“美国和日本靠得很

近”，他们“不是单纯为了打你们，他们的目标是中国。所以，我们两国要靠紧”，还说将来中朝一起反美

作战的“可能性还是有的”。接着，崔庸健谈到朝鲜对苏联的态度，毛泽东表示可以理解。会谈结束后，

毛泽东挽着崔庸健的手走向观礼台⑥。
中朝关系的地平线上终于露出了一道曙光。

三 中朝握手言和

崔庸健访华以后，中朝关系迅速升温。
苏联及其追随国的外交官都感觉到，朝鲜正在“采取一些措施缓和与中国的关系”，关于核不扩散

的问题，他们“事实上是在暗中支持中国”⑦。法国报纸则声称: 北朝鲜与中国的关系似乎已有所改善，

而这一转折的标志就是崔庸健的北京之行⑧。1969 年 12 月朴成哲在苏联访问期间对勃列日涅夫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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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 1970—1978) 》第三卷，第 36—37 页; Brief summary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Zhou Enlai with

Kazbiu Hazbiu and Xhoxhi Ｒobo，June 16，1970，http: / /digitalarchive． wilsoncenter． org /col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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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希望以和平的方法，而不是通过武力来实现国家的统一。但是只要美国人还在南朝鲜，继续进行

挑衅，无论我们表现得多么克制，这一目的都不可能达到。”如果朝鲜战争再次爆发，“将突破局部战争

的范围，战火会迅速蔓延到与我们有同盟条约的苏联和中国”①。如果不是感到有中国撑腰，相信朝鲜

人在莫斯科说不出如此强硬的话。自 1969 年底开始，朝鲜《劳动新闻》报道与中国有关的消息逐月增

加，尽管报道的范围仍未扩大②。
对于中国来说，恢复与朝鲜的关系，首先要处理的问题之一就是朝鲜劳动党逃亡干部。1969 年底，

这些人员被疏散到农村居住，并受到监督和行动限制。1970 年 1 月中联部电话指示，这些朝鲜人“不是

什么客人，更不是两党关系、革命左派”，对他们要“加强控制”，“规定活动范围”。几个月后，在中朝关

系已经改善的情况下，中联部规定，这批朝鲜人的身份均为无国籍侨民，由红十字会发放生活费，家属自

食其力③。
1970 年 2 月 17 日，周恩来接见了回国两年后返任的朝鲜大使玄峻极④。3 月 7 日周恩来主持中共

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金日成电邀周恩来访问朝鲜问题。会议决定，周恩来于 4 月初公开访朝⑤。为

了保证访问朝鲜成功，周恩来提出，将中美北京会谈推迟到他访朝之后，并提出这次出访简化外交礼

仪，以便与朝鲜领导人多交换意见。毛泽东表示同意⑥。4 月 4 日，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准备的在朝方欢

迎宴会上的讲话稿。在有关批评“社会帝国主义”的一段话旁，毛泽东画了一道竖线，并批示: “此件基

调很好。只是个别用词和个别段落恐怕对方难于接受。”周随即做了修改⑦。显然，毛泽东非常重视这

次访问。
4 月 5 日至 7 日，周恩来对朝鲜进行访问取得成功。这是自“文革”开始以来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出

国访问，也是中国总理相隔 12 年后第一次出访朝鲜。周恩来与金日成举行了 4 次长达 14 个小时的会

谈，就中朝关系、朝鲜半岛局势及东北亚和国际形势充分、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双方坦诚相见，相互谅

解，回避分歧，强调共识，表示中朝两国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⑧。4 月 9 日发表的《联合公报》充分表达

双方共同的意图和目标。朝鲜支持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盛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的胜利，中国

支持朝鲜统一祖国的方针，不提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双方一致把矛头指向美国帝国主义和日本军国

主义，强调中朝团结和共同对敌，并全力支援越南反美斗争和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⑨。至于双边关系的

具体问题，这次访问主要讨论了 4 个问题并达成协议: 共同利用界河; 共同管理在界河上的水电站; 签署

长期贸易协定的必要性; 确定彼此领土上侨民的国民身份瑏瑠。
6 月 25 日，朝鲜内阁副首相朴成哲率团访华，参加“纪念朝鲜祖国解放战争二十周年”和声讨美国

霸占台湾的活动，在北京机场受到隆重、热烈的欢迎瑏瑡。6 月 27 日毛泽东接见朴成哲，谈到中朝关系时，

毛泽东说: 我和金日成同志是朋友，而且是多年的朋友。没有什么大问题，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大困难。
大敌当前，我们两国人民非团结不可瑏瑢。

6 月 26 日，北京召开“纪念朝鲜祖国解放战争二十周年”群众大会，《人民日报》特意全文刊登了一

篇首都红卫兵代表的讲话，标题是“红卫兵誓同朝鲜人民战斗在一起”瑏瑣。这既表明了中国人民支持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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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的决心，也是为红卫兵在“文革”初期对朝鲜和金日成的不敬作出道歉。
7 月 25 日，朝鲜人民军参谋长吴振宇率团访华，参观了中国海军和陆军部队以及军工厂、造船厂、

飞机制造厂和人民防空工事①。7 月 29 日毛泽东接见吴振宇，对于朝鲜提出的希望中国“在尽可能的范

围内”向朝鲜提供军事援助的要求，毛泽东答应，只要中国有的都可以提供，而且“不要任何代价”。毛

还说，“我们有一条规矩，就是不去卖军火，不做军火生意”②。
8 月 19 日，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正确处理朝鲜侨民问题的几点意见。文件指出，“文革”期间朝鲜侨

民普遍受到歧视，有些人被揪斗、抄家、打骂，这些做法显然不符合中央的政策。“根据当前中朝关系，

尤应引起重视，迅速纠正”。文件还规定，朝侨不应参加内部的政治运动，朝侨职工不必下放，不要强迫

朝侨子女上山下乡。朝侨申请回国，一般由各省市自行批准; 申请加入中国国籍，由省市批准报公安部

填发入籍证明书③。
所有这一切，为金日成 10 月秘密访华铺平了道路。访问期间，毛泽东与金日成会面两次，所谈甚

欢。10 月 8 日晚上的会面主要谈双边关系。双方首先对前几年的关系恶化做了“自我批评”。金日成

说，朝鲜没有及时向中国通报情况，造成一些误会。毛泽东承认，中国使馆受极“左”派指挥，有大国沙

文主义。接着，金日成提出要中国提供军事援助，毛泽东表示同意。当毛泽东讲到“文革”本意要搞“继

续革命”但也出现了混乱情况时，金日成说，由于只看到混乱的方面，“我们对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正确的

认识”。谈到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金日成说，我们很清楚他们离开了阶级立场，但是考虑到我们

的斗争情况，没有能够同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毛泽东宽容地说，考虑到你们需要苏联的军事和经济援

助，“我不劝你们搞决裂”④。10 月 10 日上午的会面主要谈国际斗争。毛泽东说，当前的国际局势，帝国

主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革命是主要倾向。谈到有人指责中国是好战分子、冒险主义者，毛泽东说，中国

援助巴基斯坦抵抗印度，帮助越南抵抗美国，“你不帮就是叛变革命”! 毛泽东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的口号为例说，这是把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结合起来，“你不去支持朝鲜人民保卫朝鲜，还能保自己的

家，卫自己的国?”金日成对此非常赞同⑤。两个“老朋友”终于冰释前嫌，握手言和。
金日成访华以后，中朝关系全面提升。
据俄国学者的资料，1961—1970 年间，朝鲜共获得中国贷款 1． 417 亿卢布，而截至 1971 年，只偿还

了 0． 2 亿卢布⑥。尽管如此，1970 年 10 月 17 日，中朝两国政府还是在北京签订了中国向朝鲜提供经济

技术援助的协定和 1971—1976 年相互供应主要货物的协定。根据协定，中国为朝鲜提供无息贷款 7． 14
亿元人民币，承担了 16 个大中型项目，其中包括规模较大、技术复杂的平壤地下铁道设备、两个 20 万千

瓦火力发电厂、油泵油嘴厂、超高频电子管厂、海州造纸厂、沙里院织布厂、电视台设备等。此前，8 月 10
日还签订了军事合作协定，中国将无偿提供军事援助 6 亿元⑦。10 月 23 日，以曾思玉为团长的中国人

民友好代表团访朝，参加朝鲜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二十周年的活动。金日成和崔庸健分别接

见了代表团，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还向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和朝鲜停战委员会志愿军代表团

人员授以勋章⑧。10 月 24 日，中国在全国重新放映《英雄儿女》、《打击侵略者》等 5 部故事影片，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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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对外经济合作》，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年，第 52、643 页。
《人民日报》1970 年 10 月 24—30 日;《劳动新闻》1970 年 10 月 24—27 日。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第一次放映旧影片①。尤其是反映抗美援朝战争故事的《英雄儿女》，还多次在

中国驻外使馆的招待会上放映②。
朝鲜开始突出中国的地位和作用。11 月 2 日朝鲜劳动党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一个

典型的例子。《劳动新闻》在报道各国共产党向大会发来贺电的消息时，把中共排在了第一位，而苏

联、越南、罗马尼亚各党则依次排在后面③。金日成所作的政治报告也多次提到中国而几乎不提苏

联。在谈到国际问题和对外政策时，报告有意避开了苏联，只谈中国在亚洲革命和亚非拉民族解放

斗争中的作用。讲到党的建设，金日成只谈反对修正主义，而不像以往的讲话，既批判修正主义( 暗

指苏联) ，又批判教条主义( 暗指中国) 。报告说，“修正主义最大的危害性”在于: 否认“党的领导和

无产阶级专政，反对阶级斗争”，散布和平幻想和“战争恐怖情绪”。还说，修正主义“企图阉割马克

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精髓”，“是滋长资产阶级思想的祸根”④。这些词句看起来简直就像是从《人民日

报》上抄来的。
中国领导人也开始纠正对朝鲜的看法。12 月 23 日周恩来在接见外交部干部时，特别强调应正确

对待朝鲜。周恩来说，对朝鲜“总要看总的方向，人家即使有错误，他自己会改正”，“我们不能代替，也

不能强加于人”。“有些国家同苏修的关系，也要他们自己认识”。周恩来要求外交部“好好学习毛主席

最近关于反对大国沙文主义的指示”，“自以为大，瞧不起人家，尾巴翘上天了，精神上似乎高人一等，就

是大国沙文主义”⑤。
至此，中朝之间的革命友谊总算是“破镜重圆”了。
有学者认为，中朝关系的逐步改善主要是由于北朝鲜的努力⑥。其实，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由于

中朝在反对美国和日本的斗争中利益攸关，立场一致，双方的高层都不愿两国关系走到破裂的地步。应

该说，主要是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再加上中国社会在“文革”期间一度失控，双方确曾十分敌视，

且恶语相向。但由于安全利益的一致性，在政策层面两国领导人都采取了克制态度，因此，当远东形势

出现紧张状态时，双边关系才会迅速得以恢复。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恢复友好，朝鲜也没有“一边倒”，而是继续采取对中苏等距离外交的政策，反

倒是中国做出让步，默认了朝鲜的中间立场。
中朝之间的分歧的确没有解决，只是搁置了。例如在 1971 年 7 月访问蒙古时，朝鲜内阁副首相

郑准泽就对蒙古人民革命党主席泽登巴尔说，朝鲜与中国仍然“在意识形态方面存在分歧”，主要是

中国并不希望“我们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保持友好关系”。谈到“文化大革命”，郑准泽说: 中

国搞了破坏朝中关系的活动，但是朝鲜对那些不合理的举动没有做出反应，因为当时维护两国友好

关系是非常重要的⑦。在这种情况下，当中国的对外战略发生重大变化时，又给中朝关系带来了诸多不

确定因素。
( 责任编辑 孔令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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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oken Mirror Joined Together: the Sino-DPＲK Ｒelations during 1965—1969
( by SHEN Zhi-hua)

Abstract: Brezhnev adjusted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ies，and strengthened economic and military as-
sistance to DPＲK( Democratic People’s Ｒepublic of Korea) after he took office，so Kim Il-sung relaxed his at-
titude towards Soviet Union． Later，the“Cultural Ｒevolution”broke out in China and the ultra-left foreign pol-
icy criticized the Workers’Party of Korea as revisionism． Meanwhile，the Ｒed Guards and rebels made a se-
ries of conflicts on the border between China and North Korea． This infuriated Kim Il-sung and the Sino-DPＲK
relations reached rock bottom． However，Mao Ze-dong himself never criticized DPＲK and Kim Il-sung did not
want to deteriorate the relation with China． Under the sudden tension on Korean Peninsula during 1968—
1969，the U． S． adopted tough policies towards DPＲK． Hence，DPＲK needed strong support from China．
Meanwhile，with the armed conflict on Zhen-bao Island which turned the Sino-Soviet relations into the ice
point，China intended to eliminate the tensions with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urged to repair its relations with
DPＲK． Choe Yong-gon received an invitation to visit China unexpectedly on September 30，1969 and ap-
peared at Tiananmen Ｒostrum afterwards． China and DPＲK gradually resumed friendly relations． However，
the disputes between China and DPＲK were just postponed rather than solved．

Keywords: Sino-DPＲK relations，Sino-Soviet relations，Cultural Ｒevolution，Mao Ze-dong，Kim Il-sung

From YAN Zi-ling to HUANG Gong-wang: The Cultural Images of Fu-chun Ｒiver as
well as the Prehistory and Connotation of the Painting of Dwelling in the Fu-chun
Mountains ( by HU Xiao-ming)
Abstract: Why did HUANG Gong-wang paint Fu-chun Ｒiver? Why did the painting of Dwelling in the

Fu-chun Mountains take up so many years? According to HUANG Gong-wang’s another annotation written in
the same period，the connotation of“Fu-chun Ｒiver”in HUANG’s mind is related to the tradition of poetry．
From the two important collected literary works，that is，The Collected Works of Yanling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The Collected Works of Diaotai in the Ming Dynasty，we can see that the legend about the eminent person
YAN Zi-ling starting from the East Han Dynasty became the long-lasting core value in the writings of Fu-chun
Ｒiver，the landscape literature represented by XIE Ling-yun，SHEN Yue，MENG Hao-ran and LI Bai con-
densed images，established traditions and created the“textual landscape”，which triggered later generations’
enriched discourse seeking for truth in beauty and embodying principles in poetry，and FAN Zhong-yan’s new
statements about YAN Zi-ling represented the self-consciousness of the moral subject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landscape from a perspective of Neo-Confucianism． In the new situation of being ruled by aliens，HUNAG
Gong-wang provided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image of Fu-chun Ｒiver with his masterpiece: with the dissolu-
tion of the ethical subject，scholars and literati’s traditional anxiety of getting along with rulers was trans-
formed into the new issue of their getting along with themselves and the universe． With the discard of rulers
and scholars and literati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dissolution of self and others on the other，the image of Fun-
chun Ｒiver achieves a super realm of Dao． It is not the point whether HUANG’s painting is really about YAN
Zi-ling; rather，it is the spiritual similarity between the painting of Dwelling and YAN Zi-ling，i． e． ，Dao’s
being more significant than worldly power，that secures the honor and dignity of scholars and literati． In this
way，we can understand better the value of the painting of Dwelling in the cultural history of China，and it is
also in this way that we can see the intellectual connot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Keywords: Painting of Dwelling in Fu-chun Mountains，Fu-chun Ｒiver，HUANG Gong-wang，YAN Zi-
ling，cultural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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